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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探討僕人領導的影響歷程，同時關注在領導部屬交換關係以及心

理安全之雙元中介機制，如何來驅動員工更大的自發性行為。樣本來自於中

部地區地方政府 256 位正職與約聘之公共服務員工，採兩階段的資料蒐集方

法。分析結果發現：一、僕人領導對組織公民行為具正向影響；二、僕人領

導透過領導部屬交換關係對組織公民行為具顯著影響；三、僕人領導透過心

理安全對組織公民行為具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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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面對動盪和不確定的運營環境，事半功倍(to do more with less)的壓力讓許

多公務部門面臨著重新定義公共服務傳統角色和職責任務  (Vermeeren, 
Kuipers, & Steijn, 2014)。公務部門在國家運作中處於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地位，

隨著公共服務日益重要，人民公僕正扮演著核心角色。而鑑於公共服務的腐

敗有可能破壞合法性，放棄自身利益的僕人領導對公務部門尤為重要(Schwarz, 
Newman, Cooper, & Eva, 2016)。僕人領導行為在公共服務組織中創造出一種社

會環境，對個人態度和行為產生正向影響。近年來服務導向僕人領導已陸續

被引進公務體系。公務人員在公共服務系統中是永續經營的基石。又為了符

應負責任的領導風格，組織關注已從個人主義與自私自利傾向的領導轉向至

更多關係型領導 (Avolio, Walumbwa, & Weber, 2009; Kauppila, Ehrnrooth, 
Mäkelä, Smale, Sumelius, & Vuorenmaa, 2022) 。領導的關懷風格越來越受到學

術界和實務界的重視 (Hunter, Neubert, Perry, Witt, Penney, & Weinberger, 2013; 
Lemoine, Hartnell, & Leroy, 2019; Peterson, Galvin, & Lange, 2012; Udani & 
Lorenzo-Molo, 2013)，對更多以人為本的管理需求日益增長 (Liden, Wayne, 
Liao, & Meuser, 2014; van Dierendonck, 2011; Wu, Liden, Liao, & Wayne, 
2021)，並關注所有利害關係人的成功 (Sun, 2013; Walumbwa, Hartnell, & Oke, 
2010)，其原因不外乎，這些因素有助於今日職場的組織成功。這趨勢解釋了

「從我轉化成您」僕人領導者可以提升員工自願性動機  (Mahembe & 
Engelbrecht, 2014; Tuan, 2017) 來超越他們自己的工作角色，同時促進彼此之

間的協調運作，這正向結果有助於組織獲得並保持競爭優勢 (Neubert, Kacmar, 
Carlson, Chonko, & Roberts, 2008; Udani & Lorenzo-Molo, 2013)。僕人領導風格

的核心理念以服務為優先，指的是領導者先讓自己展現僕人作為，徹底地去

服務身邊的人，讓他們潛在的領導力及才能發揮 (Newman, Schwarz, Cooper & 
Sendjaya, 2017)。組織公民行為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OCB) 被許

多 領 導 研 究  (Chiniara & Bentein, 2016; Elche, Ruiz-Palomino, & 
Linuesa-Langreo, 2020; Ozyilmaz & Cicek, 2015; Panaccio, Henderson, Liden, 
Wayne, & Cao, 2015) 將之視為重要的效標變項，來說明員工組織公民行為的

提升能有效地減少資源的浪費，同時運用組織內稀少資源，大大地強化了管

理效率，並產出組織績效 (Podsakoff, MacKenzie, Paine, & Bachrach, 2000; 
Podsakoff, Podsakoff, MacKenzie, Maynes, & Spoelma,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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僕人領導行為在組織中創造出一種社會環境，對個人態度和行為產生正

向影響。基於社會交換理論 (social exchange theory)(Blau, 2017; Cropanzano & 
Mitchell, 2005)，僕人領導者對部屬獨特需求真正的關心導致反過來以對領導

者有幫助的方式進行回報，包括個人組織公民行為 (Eva, Robin, Sendjaya, van 
Dierendonck, & Liden, 2019)。在僕人領導的影響歷程 (influence process) 中，

本研究認為情感性領導動機關注在部屬交換關係，而社交規範的領導動機則

關注心理安全 (Kark & Van Dijk, 2007)。從社會交換視角出發，本研究探討了

領導部屬關係 (leader-member exchange; LMX) 在僕人領導與員工組織公民

行為之間的中介機制，同時也將心理安全 (psychological safety) 作為將僕人領

導傳遞出組織公民行為的中心機制。首先，僕人領導者將員工的發展和利益

置於組織其他方面之上，員工與僕人領導建立在共享價值、開放性承諾、相

互信任、以及互為對方考慮為表徵的高品質領導部屬關係 (Newman et al., 
2017)。Kauppila et al. (2022) 以僕人領導的服務於幫助 (serving to help) 以及

有助於服務 (helping to serve) 這雙向表徵行為來應用在如何影響超越監督關

係。這解釋了員工高度依賴於領導部屬交換關係品質，因為這些關係對於他

們的成就和組織未來願景是不可或缺的 (Sparrowe & Liden, 2005)。領導者和

追隨者通常在尋求人際親密關係的同時，也同樣尋求保持階級差異性 (Zhang, 
Waldman, Han, & Li, 2015)，也就是說，與領導者若只保持正規的、基於職位

關係的追隨者仍是處在外群體中，惟有加入非正規的內群體較易得到額外的

關注、意識、新可能性和激勵 (Derindag, Demirtas, & Bayram, 2021)。這促使

領導部屬交換關係形塑出至關重要的脈絡路徑  (Lee, Thomas, Martin, & 
Guillaume, 2019)。僕人領導者促進與員工構建出強大的人際關係，凸顯出關

係的建立與支持的提供，同時協助學習新技能的機會以使他們能夠發展和成

功，這是僕人領導者所表現出的關鍵行為 (Ehrhart 2004; Liden, Wayne, Zhao, 
& Henderson, 2008; Newman et al., 2017; Wu, Tse, Fu, Kwan, & Liu, 2013)。 

再者，心理安全被認為是一種影響個體工作動機的重要心理狀態，讓員

工不必擔心會給自己的形象，地位或職業帶來負面影響 (Kahn, 1990)，在工作

中遇到錯誤和矛盾時，心理上能夠感到安全，並克服防禦或焦慮的關鍵作用

(Brown & Leigh, 1996)，相對於人際之間的風險，這種個體真實感可被作為是

安全的信念，例如公開提出爭議性問題 (Edmondson, 1999; Lee, 2021)。現今

社會中員工被主管期望來達成要求，又必須滿足大眾的期待，多數組織就忽

略了員工的心理安全 (Edmondson & Lei, 2014)。僕人領導與心理安全之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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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程度上的關係 (Chughtai, 2016)。本質上，心理安全在僕人領導的影響

中包含兩個同等重要的人際關係組成部分：(1)相互信任和支持的關係成分，

反映了兩造的共同信念，即尊重並支持彼此的不同需求，利益和脆弱性；(2)
存在人際風險承載的成分，它抓住了這樣一種信念，即在不受到評判或與保

持社交距離的情況下，員工公開提出建言並向他人挑戰能感到安全的 (Detert 
& Edmondson, 2011; Lee et al., 2019)。這兩種成分在僕人領導影響下相互交織

在一起築構成心理安全，唯有員工在組織中相互信任和互相支持時，他們不

必擔心人際溝通的不利後果。如此一來，心理安全促進了出色成果，實現更

好的目標成就 (Edmondson & Lei, 2014)。 

然而，本研究背景是在台灣，而不是絕大多數研究所在的美國 (Eva et al., 
2019)，以低權力距離著稱 (Hofstede, Hofstede, & Minkov, 2010)，這些西方國

家非常適合僕人領導 (Ruiz-Palomino, Linuesa-Langreo, & Elche, 2021)。相形之

下，具有較高的權力距離的華人國家可能會限制僕人領導的正向效果，且可

能會讓員工對僕人領導的平等主義、賦權取向感到不安 (Mittal & Dorfman, 
2012)。研究結果將僕人領導與組織公民行為聯繫起來的程度擴展到東方文化

中，這些關係有可能較弱。 

由此可知，僕人領導透過兩條中介路徑，領導部屬交換關係體現員工相

信自己與主管關係「夠不夠好」，心理安全則表明員工的「願不願意」。本研

究探討僕人領導行為如何影響員工領導部屬交換關係與心理安全，來驅動更

大的自發性行為。本研究試圖整合領導部屬交換關係以及心理安全的效用機

制，也就是說，領導部屬交換關係以及心理安全分別會中介僕人領導與組織

公民行為之間的關係，來完整其中的心理歷程使之更為清晰；而在公共服務

的管理實務上，本研究也針對僕人領導如何發揮最大效用以造就員工組織公

民行為，提供了一個可能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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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與假設建立 

一、公共服務 

公共服務 (public service) 通常用作為政府服務的同義詞，包括所有在公

務部門工作的人 (Perry & Wise, 1990)。公共服務不僅僅是一種職業，更是一

種體現，唯有只有在為他人服務時才會為自己服務 (Pattakos, 2004)。從廣義

上來看，公共服務是一種理念 (concept)、一種態度 (attitude)、一種責任感 
(sense of duty)，甚至是一種公共道德意識 (sense of public morality)。具廣泛代

表性的公共服務，尤其是在領導層面，意味著一種開放的服務，其中大多數

人都可以獲得服務，無論他們的生活地位如何，而且機會均等 (Dolan & 
Rosenbloom, 2016)。 

Carroll and Siegel (1999) 在「現場服務：第一線公務員的世界」書中，以

一問一答來反映當時的公共服務，「為什麼公務員早上不看窗外？因為這樣她

下午有事可做。」，然而現在所處的新全球化世界充滿著動盪和複雜性，過去

那種公務中傳統領導模式，也就是等級權力、基於職位的權威和嚴格的管理

控制早已不適合現代治理體系 (Pattakos, 2004)。也就是公共服務現場，無論

是早上或下午都不太能有時間看窗外。就國家而言，如果缺少了及時有效地

提供承諾和付費的服務，所有公民都會受到剝奪和傷害，公共服務能力若逐

漸腐化 (Brown, 2004)，正如同農田或環境品質的侵蝕一樣，公共服務就退化

成為自助服務 (Staats, 1988)。公務員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是來協助公民和社區

服務來表達和實現他們的共同目標，而不是試圖控制 (Denhardt & Denhardt, 
2015)。廣泛代表性的公共服務，尤其是在領導層面，意味著一種開放的服務，

其重要性往往不在於公職人員的行為，而是在於服務當下的現場公務員根本

上就要在服務那裡 (employees who are there are there at all)，也就是要具有鼓

勵、支持和提供訊息並強調高標準的領導與公共服務動機大多身處服務當下

(Dolan & Rosenbloom, 2016)。因此，公共服務在政策能否實現其預期目標方面

發揮著重要作用。正是為了國家利益（公共利益），公共服務領導者才認識到

如何獲取和激勵符合公共利益所需公務人才的基本價值  (Christensen, 
Paarlberg, & Perry, 2017)。 

二、僕人領導與組織公民行為 

Fischer and Sitkin (2023) 根據所構建四觀點面向來概念化僕人領導並加

以評估，這區分了僕人領導行為的一個描述性和三個評價性組成成分，(1)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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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內容：僕人領導者做了什麼 (what a servant leader does)；(2)潛在意圖：領導

者為什麼這樣做(why the servant leader does it)；(3)執行行為品質：他們做得如

何 (how well they do it)；(4)行為影響：有效性 (how effective)。以Liden et al. 
(2008)僕人領導七個次構面來涵蓋前述領導行為的觀點面向。概念化技能

(conceptual skills) 與行為無關，但與執行行為的品質間接相關。授權

(empowerment)、幫助下屬成長 (helping subordinates grow and succeed) 和情緒

療癒 (emotional healing) 這三次構面涵蓋行為內容、執行品質和效果，因為授

權、下屬成長和健康是領導成果。此外，將下屬放在首位 (putting subordinates 
first) 指的是親社會意圖和行為內容，道德行為 (behaving ethically) 將行為內

容與值得稱讚的意圖和執行品量加上效果整合起來。最後，為社區創造價值

(creating value for the community) 則指定了效果並以良好的執行為前提

(Fischer & Sitkin, 2023)。 

僕人領導初始的領導模式從傳統、真誠、階層式，進而漸進成新的模式，

其中強烈地以倫理的、關照夥伴為中心理念並且促進彼此的成長，這種顛覆

過去的權威領導而以服務的取向，重新關注夥伴彼此之間的關係；無庸置疑

地也會奉獻他們自己所長，進而喚起全體共識 (Spears, 1998)。僕人領導人是

願意選擇為他人服務的角色，著重於積極服務理念，其主要的動機是先服務

他人而後領導統御，強調領導者是以服務他人為中心，又以發展部屬的自我

的概念而成，領導者應優先服務員工、顧客和所屬社群 (Greenleaf, 2002; 
Spears, 2010)。僕人領導強調將服務作為主要任務，在領導行為展現出來後，

領導者會將部屬的需求視為優先，並在互動過程中關注與部屬的長期關係，

使部屬將來也能成為僕人領導者。 

組織公民行為是個人自發性的行為，是一種不在員工任務績效要求之內

的行為表現，員工對此行為表現具自行裁決的權利，又從事此類行為並不會

直接或明確的受到肯定，也不在乎能否獲得組織正式獎勵制度下的酬賞

(Konovsky & Pagh, 1994)。研究顯示僕人領導針對組織的公民行為具有顯著正

向關係；而就對領導者或是對個人的公民行為，員工也會協助主管的工作來

回應領導者的支持；例如藉由協助同事來減輕主管的工作負擔，這些利他的

人際間公民行為看似針對個人的組織公民行為，但對整體組織同樣地也是起

了作用。組織公民行為為了被精確估計與其他變數間的關係，通常被視為單

一構念 (Bommer, Dierdorff, & Rubin, 2007; Hoffman, Blair, Meriac, & Woehr, 
2007; Walumbwa et a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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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僕人領導者在與部屬的互動中不會用強制手段，而是使用服務形式

的社會交換關係來協助部屬完成任務。而部屬從僕人領導者那裡獲得服務之

後，感到有義務藉由完成實行出有利於他們自己下一管理階層的部屬僕人領

導行為，來回報這些早期時候為他們的服務。因此，部屬的行為取決於僕人

領導者行為。也就是說，因為領導者讓員工學習了自己工作任務，也會同理

地為他們的部屬服務來學習仿效上位者。僕人領導者的目標是滿足部屬的優

先需求，來引導出追隨者角色外自發性行為 (Ehrhart, 2004; Hunter et al., 2013; 
Walumbwa et al., 2010)。基於上述論點，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1：僕人領導對組織公民行為具正向影響。 

三、領導部屬交換關係之中介效果 

不同於過往以平均領導風格 (average leadership style) 來衡量領導與部屬

行為，領導部屬交換關係理論以主管與部屬間垂直對偶關係取向 (vertical 
dyad linkage) 發展而來 (Dansereau Jr, Graen, & Haga, 1975)。領導部屬交換關

係指為了衡量主管與其直接部屬參與社會交換的程度  (Masterson, Lewis, 
Goldman, & Taylor, 2000)，雙方彼此之間的情感支持和寶貴資源交換的程度

(Liden et al., 2008)。換句話說，領導部屬交換關係。當領導部屬交換關係變高

時，彼此的互相信任，尊重和義務也會隨之提高 (Nie & Lämsä, 2015)。僕人

領導者透過部屬發展的關注與學習新技能機會的提供(Smith, Montagno, & 
Kuzmenko, 2004)，從而促進了與部屬之間牢固人際關係的發展 (Ehrhart, 2004; 
Liden et al., 2008)。再者，對追隨者喊話對社會做出貢獻並強調承諾 
(Walumbwa, Wang, Wang, Schaubroeck, & Avolio, 2014)，領導者被視為深具原

則的決策者，關心他人。這將使追隨者意識到這些僕人領導者正在為他們的

最大利益行事，從而透過更高的忠誠度和情感聯繫提高了領導部屬交換關係。 

員工組織公民行為被推論為僕人領導的直接效果，因為與發現不同品質

的領導部屬關係可能存在其中，僕人領導者可能會與團隊或組織中的每一位

成員建立聯繫，並識別出他們獨特需求 (Eva et al., 2019)，由此產生的牢固對

偶互惠關係 (Liden et al., 2014)，並透過建立高品質的領導部屬交換關係來增

強，以組織公民行為的形式觸發出來 (Sousa & van Dierendonck, 2017)。強大

的領導部屬交換關係的特點是，領導者和部屬之間高度信任和支持，以及交

換實質性和非實質性利益，且超出工作描述的要求  (Ilies, Nahrga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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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geson, 2007; Konovsky & Pagh, 1994; Liden et al., 2008)。為了促進牢固的領

導部屬交換關係發展並與領導者保持平衡和公平的社會交換，追隨者很可能

會透過組織公民行為的展現來超越他們對工作描述的要求 (Wayne, Shore, 
Bommer, & Tetrick, 2002)。為了支持這種觀點，實證研究後設分析突出了領導

部屬交換關係和組織公民行為之間的密切關係 (Dulebohn, Bommer, Liden, 
Brouer, & Ferris, 2012; Ilies et al., 2007)。當員工能夠發展具有良好情感承載力

的高品質關係時，在雙向關係中表達一系列情感和更易被接受，這增加了雙

方被理解的機會 (Dutton & Heaphy, 2003)。領導部屬關係作為一種解釋機制，

解釋了僕人領導風格的主管影響部屬超越其工作角色並從事有益於組織和其

他組織成員的行為的過程 (Henderson, Liden, Glibkowski, & Chaudhry, 2009; 
Van Dierendonck, 2011)。也就是說，僕人領導者透過發展以互惠互助的關心和

關懷為特徵的高品質社會交換關係，來影響部屬的角色外行為  (Van 
Dierendonck, 2011)。基於前述論述，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2：領導部屬交換關係對僕人領導與組織公民行為具中介效果。 

四、心理安全之中介效果 

Edmondson (2014) 解釋心理安全時，開玩笑提及「事實證明，沒有人會

在早上醒來並跳下床，因為他們迫不及待地想今天上班，讓自己看起來無知、

無能、咄咄逼人或消極 (ignorant, incompetent, intrusive, or negative)」。心理安

全被定義為「個人認為他們不應因表達自己的擔憂而受到羞辱，或因工作場

所的錯誤而受到懲罰」 (Edmondson, 1999; Edmondson & Lei, 2014; Lee, 
2021)。在組織中從事任何具風險的行動時，這些行動被認為是安全的，個人

相信自己不會因承擔風險而受到懲罰或拒絕，工作氣氛是開放、互信、互助

的 (Edmondson, 1999; Edmondson, Bohmer, & Pisano, 2001)。心理安全指的是

一種影響個體工作動機的重要心理狀態，員工感知到在無需任何顧忌和擔憂

的情況下，自己能在工作中能夠自由地表達、展現和釋放自我 (Kahn, 1990)。
由組織內成員互相認同的一種感受，可以使員工在工作場域中感到安心及放

心，進而有利組織發展的一種氛圍 (Lee, 2021; Schein & Bennis, 1965)。在關

懷關係中個體表現出真誠關懷和他人以特定的方式來連結，如此一來，員工

更加注重他人情緒，感受較強的自我價值培育，以及強化組織內的自我 (Kahn, 
1990)。在這樣的工作環境中，員工會感到一種歸屬感，進而扮演著重要的角

色(Wrzesniewski, Dutton, & Debebe, 2003)。員工對組織環境的看法，考慮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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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從主管那裡得到多少支持，主管如何清晰地將工作角色和期望傳達給他

們，以及他們在工作場所獲得多少自我表達的自主權  (Brown & Leigh, 
1996)。只要員工感到工作環境允許他們自由表達自己的意見，而不會面臨被

批評或審判的風險，就會產生心理安全來發表意見。隨著員工更加樂於與他

人表達情感，他們會覺得可以大聲說話而不必擔心會感到尷尬或受到批評的

風險，心理安全感自然浮現出來。 

員工發展和社區服務的目標是透過僕人領導實務來表現，例如表達謙遜

和真誠性，提供員工指導方向，同時與組織一起來對員工負責。此外，主管

作為僕人領導者會藉由己身道德的實踐來與員工分享訊息，並協助他們解決

任何問題。僕人領導的影響過程無形中將追隨者轉變為更聰明、更健康、更

有能力的人，最終將他們自己轉化為僕人領導者 (Greenleaf, 2002; Khan et al., 
2022)。僕人領導與心理安全性呈正相關 (Schaubroeck, Lam, & Peng, 2011)。
當員工參與到主管僕人領導行為所展現具高張力關係時，員工自會隨之融入

這種真實感行為，因為他們並不害怕被批評，卻更有可能發表自己的想法，

故而僕人領導有助於員工的心理安全感。心理安全作為一種內部資源，而僕

人領導作為一種外部資源，用來在開放和易於接近的環境中激發正向情緒的

發展 (Zhao, Ahmed, & Faraz, 2020)。如果領導者樂於助人，服務導向來對問題

和挑戰表現出非防禦性的回應，則員工很可能會推斷組織已構建出心理安全

的環境 (Edmondson, 1999)。僕人領導者傾向於表現出所有這些行為 (Liden et 
al., 2008)，因此可以合理地推測，僕人領導者將在增強員工的心理安全感方面

發揮關鍵作用，進而提升員工利他的組織公民行為。鑑於以上論點，本研究

提出以下假設： 

H3：心理安全對僕人領導與組織公民行為具中介效果。 

基於以上的討論，本研究的觀念架構整理如圖1所示。 

 
圖1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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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及施測程序 

本研究以中部地區地方政府公部門正職與約聘員工作為研究對象，其中

抽取地方政府之服務人員作為施測樣本，計有衛生局、勞工處、文化局與教

育處等31間處室。研究設計採取兩階段的「時間隔離法」之問卷調查方式。

在確認各公務部門處室正職與約聘兩類員工的參與意願後，親自委託送至負

責聯繫窗口，以利問卷施測與回收的進行。第二階段問卷則是於第一階段問

卷回收約兩週後，針對有參與第一階段施測的研究參與者再一次進行施測與

回收。在兩階段的問卷中均附上問卷說明函以及可彌封的回郵信封，同時也

提醒研究參與者在問卷填寫完畢之後，放入信封予以彌封。正式施測的兩階

段期間，研究者逐一與各受測單位部門之對應窗口接洽問卷發放及回收作業

等相關事宜，商請負責聯繫的窗口回收後，針對正職與約聘兩類型公務員工，

將所回收問卷同步加以區分以利辨識。同時詳細說明、溝通研究動機及問卷

指導語的內容，以及與對應窗口討論該處室受測者可能會有的疑問與合宜之

回覆方式，設法讓有效問卷的比例儘量提高，以符合統計推論時的基本要求，

再確認收到問卷後一週內再致電詢問問卷發放狀況、提醒回收問或寄回時

間，進一步提高問卷回收率。 

階段一主要是針對僕人領導以及個人相關人口統計背景等進行資料的蒐

集；階段二則主要針對該員工的領導部屬交換關係、心理安全及組織公民行

為進行資料的蒐集。第一階段問卷總計發出400份，回收349份；第二階段就

第一階段有參與施測的受測對象進行問卷調查，回收271份問卷。扣除兩階段

資料無法搭配和無效填答的問卷後，最終有效樣本為256份。本研究有效樣本

計256份，其中正職員工84位與約聘員工172位。惟受制於正職與約聘兩類員

工，進用的資格門檻與薪資待遇、永續聘任並不相同，考量他們的組織公民

行為及心理安全可能有所影響，本研究先進行此兩類人員的差異比較，變異

數等式Levene檢定結果顯示心理安全  (F=.166, p=.684) 與組織公民行為

(F=.536, p=.465)，而平均值等式t檢定結果顯示心理安全 (t =.301, p=.764) 與
組織公民行為 (t =-.096, p=.923)，獨立樣本檢定皆無顯著差異，故將之合併。

在性別部分，女性正職員工67位與約聘員工144位，共211位 (82.4%)，研究抽

樣對象以女性佔絕大多數；在年齡的部分，正職員工平均年齡為37.27歲 (S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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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0歲)，而約僱員工則為38.04歲 (SD = 8.96歲)；在婚姻部分，已婚者共142
位 (55.5%)；在教育程度部分，受測者大學(專)程度居多，共222位 (86.7%)；
最後在地方政府部門工作年資的部分，受測者的平均服務年資為12.65年 (SD 
= 3.59年)，其中正職員工為12.5年 (SD = 3.55年)，約僱員工為12.87年 (SD = 
3.65年)。 

二、量測工具 

本研究資料蒐集以問卷做為量測工具，所採用的量表均為國外學者發展

的成熟量表，考量用語差異的可能性，同時依照本研究實際施測內容進行語

意調整，另進行效度分析。最後針對修訂後的中文量表，進行題項描述流暢

性與語意正確性，希能在中文的呈現上力求原始量表完整表達出其原意

(Brislin, 1980)。 

（一）僕人領導 

採用 Liden, Wayne, Meuser, Hu, Wu and Liao (2015) 所發展的 SL-7 簡

短版僕人領導量表，原版本之僕人領導量表共有 28 題 (Liden et al., 
2008)，簡短版量表經由探索性和確認性因素分析多次驗證，顯示和原先

量表有高度相關性及良好的效標關聯效度。例題如：「我的主管將我的職

業發展列為優先事項」、「我的主管不會為了取得成功而違背道德原則」。

其內部一致性係數 Cronbach’s α 值為.79。 

（二）領導部屬交換關係 

採用 Graen and Uhl-Bien (1995) 所發展的領導部屬交換關係量表。共

計 7 題，以李克特五點尺度衡量 (非常不同意～非常同意)。例題如：「我

覺得直屬主管可以瞭解我工作上的問題和需求」。其內部一致性係數

Cronbach’s α 值為.77。 

（三）心理安全 

根據 Edmondson (1999) 與 Siemsen, Roth and Balasubramanian (2008)
開發的量表，提取共同因素，最終形成包含 7 題的量表，以李克特五點

尺度進行衡量，範圍從 1 (非常不同意) 到 5 (非常同意)。例題如：「在工

作中，我可以沒有顧忌地向他人求助」、「在工作中，我認為承擔風險是

安全的」。其內部一致性係數 Cronbach’s α 值為.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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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組織公民行為 

本研究焦點為員工焦點員工評價他們本身的組織公民行為，採用 Lee 
and Allen (2002) 所發展出來量表中 8-item 朝向個人之公民行為 (OCBI; 
OCB directed to individuals) 構面。以李克特五點尺度進行衡量，範圍從 1 
(非常不同意)到 5(非常同意)。例題如：「我會支援未到班同事的工作」、「我

會樂意協助同事解決工作上的困難」。其內部一致性係數 Cronbach’s α 值

為.81。 

（五）控制變項 

人口統計背景變項之所以當作控制變項，通常被用來排除對員工工

作行為的潛在影響，目的為評估假設所提出的關係。故本研究控制了員

工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與服務年資等四個變項 (Chan, 2014; Ng & 
Feldman, 2010; Zellars, Tepper, & Duffy, 2002)。 

（六）測量方法 

本研究亦同時進行變數間之驗證性因素分析。表 1 的檢測結果顯示，

模式適配指標中， GFI、IFI 及 CFI 皆大於.93，NFI 皆達.90 以上之水準；

另外 RMR 皆小於.02、RMSEA 皆小於.08，上述指標顯示出本模式適配

度達一定水準。 

表 1 變項驗證性因素分析 

變項名稱 χ² df χ²/df RMR RMSEA GFI IFI CFI NFI 

僕人領導 15.528 14 1.109 .017 .021 .983 .996 .996 .960 

領導部屬交換 32.511 14 2.322 .017 .072 .966 .947 .946 .910 

心理安全 34.027 14 2.430 .013 .075 .965 .986 .986 .976 

組織公民行為 37.342 20 1.867 .018 .058 .965 .964 .963 .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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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統計分析方法 

本研究使用相關分析對研究變項之間是否存在關聯性進行初步之驗證，

其次，對僕人領導、領導部屬交換關係、心理安全、組織公民行為進行驗證

性因素分析；再利用層級式迴歸分析，在原有的解釋變數條件下檢視並驗證

新投入之變數對依變數所產生之影響與解釋力，來檢定在控制變數條件下，

中介變數對依變數影響的顯著性，也就是僕人領導行為對員工組織公民行為

的主效果，並驗證心理安全和自我效能的中介效果。 

肆、結果 

一、相關分析與初步分析 

表 2 呈現各研究變項之間的相關分析結果。 

表 2 相關分析表 

 平均

數 
標準

差 1 2 3 4 5 6 7 9 

1.性別 -- -- 1        
2.年齡(年) 39.78 9.29 .064 1       
3.教育程

度 3.13 .34 -.031 -.055 1      

4.服務年

資(年) 12.65 3.59 .034 .811** -.038 1     

5.僕人領

導 4.07 .50 .053 -.042 -.032 -.025 (.79)    

6.領導部

屬交換 4.52 .41 .013 .120 -.052 .102 .291** (.77)   

7.心理安

全 4.45 .60 -.032 -.004 -.112 -.028 .162** .407** (.94)  

8.組織公

民行為 4.39 .44 .004 .036 -.087 .001 .192** .311** .594** (.81) 

註：教育程度：(1)國中以下；(2)高中；(3)大學(專)；(4)研究所以上。*表p<0.05；**表p<0.01。 

為確認本研究所採用的各量表在測量所欲衡量概念的程度是否良好 (亦
即構念效度，construct validity)，同時進行收斂效度 (convergent validity)與區

別效度 (discriminant validity) 的檢驗 (Anderson & Gerbing, 1988)。在收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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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部分，四個變項的因素模型適配指標良好  (χ2 = 638.894, df = 371, 
RMR= .031, RMSEA = .053, GFI＝.855, CFI＝.910, IFI = .911)；且每一個相對

應於該變項的各題項因素負荷量，結果都達到顯著。此外，各變項的組成信

度皆高於.70 (介於.77~.94之間) (Fornell & Larcker, 1981)。顯示本研究所採用的

各量表具有良好的收斂效度。 

在區別效度部分，為降低研究構念之因子數，過去研究於每個變項建構

出三項指標，而各項指標代表構念分數 (Marsh, Hau, & Wen, 2004)，分析結果

如表3，CFA結果顯示Baseline Model四因子模式顯示這四種構念 (僕人領導、

領導部屬交換關係、心理安全、組織公民行為) 彼此間可互相區分，隨著因子

合併之減少，其餘三因子 (χ2 = 881.472, df = 374, RMR= .040, RMSEA = .073, 
GFI＝.782, CFI＝.830, IFI = .832)、二因子 (χ2 = 970.743 , df = 376, RMR= .042, 
RMSEA = .079, GFI＝.755, CFI＝.800, IFI = .802) 及一因子 (χ2 = 1307.394 , df 
= 377, RMR= .057, RMSEA = .098, GFI＝.665, CFI＝.688, IFI = .691) 模式的χ2
均比四因子模式高出許多，可看出模式配適度表標相對較差，顯示Baseline 
Model的四因子模式提供最佳配適度，各變項間具可接受的區別效度。 

表 3 量測模式比較表 

模式 因子 χ² df χ² RMR RMSEA GFI CFI IFI 

Null 
model 

所有題項皆

獨立 859.144 377       

Baseline 
Model 四因子 638.894 371  .031 .053 .855 .910 .911 

Model 1 

三因子 
領導部屬交

換、心理安全

合併 

881.472 374 242.578 .040 .073 .782 .830 .832 

Model 2 

二因子 
領導部屬交

換、心理安

全、組織公民

行為合併 

970.743 376 89.271 .042 .079 .755 .800 .802 

Model 3 
一因子 
所有因子合

併 
1307.394 377 336.651 .057 .098 .665 .688 .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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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假設檢定 

（一）LMX 之中介效果 

由表 4 模式一可知，僕人領導顯著影響 OCB (β= .192, p < .01)，故

H1 成立。又模式六可知，僕人領導顯著影響 LMX (β= .297, p < .01)。而

模式三可看出，同時置入僕人領導與 LMX 變項後，僕人領導對 OCB 的

迴歸係數從.192 (p < .01)顯著性反轉為不顯著 (β= .110, p > .05)，又 LMX
對 OCB 則呈顯著影響 (β= .275, p <.01)，符合 Baron and Kenny (1986) 中
介效果之三項檢驗條件，LMX 對僕人領導與 OCB 具完全中介效果獲得

支持。因此，H2 成立。 

（二）心理安全之中介效果 

由表 4 模式七可知，僕人領導顯著影響心理安全 (β= .162, p < .01)。
而模式七可知，同時置入僕人領導與心理安全變項後，僕人領導對 OCB
的迴歸係數從.192 (p < .01) 顯著性反轉為不顯著 (β= .098, p > .05)，又心

理安全對 OCB 亦呈顯著影響  (β= .579, p < .01)，符合 Baron and 
Kenny(1986) 中介效果之三項檢驗條件，心理安全對僕人領導與 OCB 具

完全中介效果亦獲得支持。因此，H3 成立。 

表 4 中介效果之迴歸分析表（H1-H3 之驗證） 

 組織公民行為 領導部屬交換 心理安全 

變項名稱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模式四 模式五 模式六 模式七 

性別 -.011 -.002 -.008 .021 .015 -.014 -.046 

年齡 .023 .010 .011 .104 .102 .042 -.137 

教育程度 -.077 -.072 -.069 -.022 -.021 -.029 -.098 

服務年資 .019 -.017 -.008 -.078 -.070 .101 .155 

僕人領導 .192**  .110  .098 .297** .162** 
領導部屬交換  .308** .275**     
心理安全    .595** .579**   

F 值 2.363* 5.654** 5.267** 27.628** 23.874** 5.911** 2.331* 
R2 .045 .102 .113 .356 .365 .106 .045 

 
 

註：*表 p<0.05；**表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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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理論意涵 

本研究主要目的為理解在公共服務僕人領導與服組織公民行為的直接以

及間接關係，探討了僕人領導對員工組織公民行為的正向影響及作用機制。

僕人領導如何分別透過LMX與心理安全來影響員工組織公民行為。研究結果

顯示，首先，研究發現僕人領導對組織公民行為具顯著正向影響，符應了過

去研究結果，亦即僕人領導與員工組織公民行為 (Neubert et al., 2008; Wu et al., 
2013) 之間存在正向關係。這說明了員工對領導者之領導行為越趨近僕人領

導，越能促使員工願意主動幫助別人，藉由對同事工作上的幫助，而展現出

間接使組織成功的行為。其次，領導部屬交換關係對僕人領導與組織公民行

為之間關係具完全中介效果。這解釋了僕人領導透過領導部屬交換關係影響

公共服務員工之組織公民行為是合理的，主管藉由與其部屬建立起高品質領

導部屬交換關係，向其傳達「公僕」理念，多會透過對員工的成長直接關注，

同時藉由自己道德行為的榜樣作用，來強化對員工的感召，營造出良好的關

係，基於這樣人際親密關係的感知，有利於公務員工主動做出更多具公共服

務的工作行為。最後，心理安全亦會完全中介僕人領導與組織公民行為的正

向關係。研究發現闡明主管展現出同理心及謙卑為懷的領導行為時，可以使

員工在工作場域中心理上感到安心及放心，這種感知有利組織發展出一種氛

圍，進而提升了員工對於僕人領導者的感激，圖報的心理以及對其忠誠油然

而生，這種不計較個人得失的動機與正面態度，將促使員工主動做出更多公

共服務的工作行為。 

二、實務意涵 

要留住有價值的員工以建立組織公民行為，領導者需要藉由實踐僕人領

導來關注個人。因此，組織應該培訓管理者的僕人領導技能。美德道德培訓

課程也可以提供幫助，因為僕人領導以美德為基礎，例如同情心、關懷、正

義、勇氣、謙遜。這些技能的使用有可能在個人組織公民行為中培養出道德

的螺旋。僕人領導者全心全意為員工和組織服務、信任員工且尊重他們的意

見、及給予員工適當的工作自主權，說明了這些行為滿足部屬對於領導者的

期待。僕人領導者受一套特定的原則，價值觀和信念所驅動 (Walker, 2003)，
受到這種信念驅動，員工認為自己的角色被領導者所影響受到支持以謀福



 
公共服務僕人領導如何激化組織公民行為？領導部屬交換關係和心理安全之雙元中介機制   71 

 

利。領導者的影響通常是雙向的，錯誤的管理行為，或者只是粗心大意的忽

視，這兩種領導行為可能會深遠地挫敗著員工。領導者以換位思考視角來珍

視員工，聆聽、關心並設身處地感受員工的需求，並透過自己道德行為的榜

樣作用，以及直接關注在部屬的成長和成功，這種正增強的激勵，號召員工

願意承擔風險，潛移默化來影響員工的工作行為。另一方面，謙卑為懷方式

運作將領導者轉換為服務者，如此一來公共服務人員就被賦予了更多參與

感，例如授權公僕服務人員在處理民眾問題中培養出公務員的責任感及自我

價值，長期下來就會達到組織目標。從公共服務角度來看，充分了解與僕人

領導的正向運作相關的動態，可能會被用來提高跨地區和/或跨行業的企業競

爭力。例如，醫學學會、醫療品質協會以及醫療協會（醫療照護服務業和政

策制定者之間的橋樑）可以組織僕人領導研討會，同時強調同情心、關懷、

正義等的重要性。就醫療照護服務業本身而言，這些努力可以集中在醫護主

管身上，以促進適當的招聘和培訓以獲取和展示所需的屬性。 

僕人領導被概念化來反映出，領導角色中利益相關者優先於自身利益的

領導行為，傳達和理解部屬期望，履行承諾並實現他們的期望，賦予權力，

幫助他們成長和成功 (Panaccio et al., 2015)。通常，展現僕人領導行為的主管

不太可能讓部屬經歷到溝通管道不通暢或期望不準確。而組織公民行為是任

何組織都希望可從員工那裡獲得的自發性理想行為，這意味著員工應該自我

激勵去做，而不是被組織強迫 (Thao & Kang, 2020)。是故，主管除了塑造良

好的組織氛圍，展現出適當的領導風格外，避免不當地要求部屬展現利組織

行為，引發部屬「不得不」展現組織公民行為的感受，是很重要的。組織公

民行為可能會被認為是無私的奉獻，員工在執行公民行為雖會感到自信，在

公部門體系中，若員工被期望多展現出組織公民行為，主管應清楚說明從事

組織公民行為對於組織或同事有什麼幫助與助益，並給予協助，而非強迫其

服從命令與改變其從事組織公民行為的目的。這樣一來，即使是公共服務組

織雇用臨時約聘的員工或是訓練既有正職員工，反而比要求有能力的員工盡

量「利他」或加班，更能節省成本。因此，適任員工搭配高度內在意願的組

織公民行為，是維繫公部門有效能運轉之方向與策略。 

「圈內人」的特點是在相互信任，支持和尊重的基礎上建立出深厚的關

係，而不單是一種任務驅動式來完成規範的任務。若是績效表現不夠理想，

至少還處於所謂的「寬恕區」(forgiveness zone)，表示還可以快速修正行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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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組織目標，以重新取得主管的信任 (Conger & Church, 2017)。公務部門僕

人領導主管向自己人提供更高的社會資源來有效地與領導部屬交換關係鏈

結，使得高品質交換關係的正職或約聘員工傾向於表現出更多自發性行為，

領導部屬交換關係對僕人領導與組織公民行為之間具有完全中介的影響對員

工很重要，因為之所以增加了公務部門員工慷慨的角色外行為，是根植於更

高內群體成員地位的保證，再者，更高的領導部屬交換關係與重要的個人公

共服務職業事件和獎勵相關聯 (Kraimer, Seibert, & Astrove, 2015)。又考量到樂

於助人對公務單位績效的正向影響，特別是當自發性行為不知覺地成為規範

時 (Ehrhart, 2018)，招聘具有助人傾向的員工並遵守互惠規範至關重要。然

而，公務部門決策者必須確保相較於其他員工的這些更高組織公民行為參與

投入的內群體成員有權享受特殊、激勵和支持性的工作環境並從中受益 
(Tremblay, Parent-Rocheleau, & Sajadi, 2022)，留住更好的員工來回報組織。  

又為了驅動創新與變革，組織宜容錯甚而鼓勵犯錯 (Edmondson, 2018)。
在指出錯誤或鼓勵說真話的情境中，下情如何上達？《我工作，我沒有不開

心》說明了心理安全能幫助組織。員工除了彼此尊重他人的想法，也受到僕

人領導者的關注與協助發展，這些都會讓員工感到心理安全，認為自己在組

織中可以提出想法、承認錯誤、勇於冒險，將不會受到侮辱，少受懲罰，一

點也不覺得丟臉。組織甚至可以利用這種犯錯失敗，來營造出一種心理安全

的環境說服員工 (Amabile & Khaire, 2008)。員工致力於組織公民行為，其動

機更多是受到管理行為的激勵，甚至比金錢上的獎勵更發揮作用。 

三、研究限制與未來建議 

本研究在樣本的選擇上以中部地區地方政府公部門員工中的非主管職正

職與約聘員工為對象，並使用立意抽樣，因此研究結果的外部推論性仍有待

檢驗。在抽樣方法方面，資料收集方法建議儘可能採更具可信度之隨機抽樣

等方法，以進一步強化研究樣本代表性。另外，本研究的樣本取自公共服務

組織的非主管職員工，屬性可能會與其他縣市地方政府及不同層級不同身分

的員工有所差異，例如性別比例、年齡層、服務年資等。建議後續研究在樣

本選取範圍上，可擴大受測單位之範圍，除各局處單位外，向上延伸至中央

機關，向下延伸至各地鄉公所等更多的公務部門類型、職務層級與僱用身分

的員工，使樣本資料更具完整性，更足以代表公務員整體。因此本研究架構

模型的適用性及推論性仍需謹慎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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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大多數僕人領導 (Eva et al., 2019) 和組織公民行為 (Podsakoff et al., 
2013) 文獻相同，本研究資料收集屬於橫斷面，這限制了進行因果推論。即使

如此，本研究基於理論論證和程序試圖來減少共同方法偏差  (Podsakoff, 
MacKenzie, Lee, & Podsakoff, 2003) 來符應研究設計。在研究設計上，固然採

用「時間隔離法」來避免橫斷面方式進行資料搜集，然而兩周的間隔，是否

員工的領導部屬交換關係與心理安全改變之後，會立即讓組織公民行為提高

或降低，或需要一段時間的蘊釀與轉化才會影響利他行為。因此，建議後續

研究可以在橫斷面資料搜集外，輔以縱貫性追蹤調查研究，如此變項間因果

關係的驗證及解釋推論將會更具說服力。 

再者，雖然本研究採用立意抽樣方式，但在資料蒐集過程中未對研究對

象的正職/約僱身分或部門單位類別多加限制，以致於最終有效樣本以衛生單

位的約僱員工占大多數 (54%)，由於其工作性質相對較具自主性與獨立性，

可能對於本研究結果造成些許的影響。 

最後，組織公民行為是員工在T2以自評方式所量測己身所表現出自願且

有利於組織的行為。自評的績效與行為和他評的結果雖然兼具有顯著的正向

關係（Becker & Vance, 1993；陳建丞，2008），但員工花時間從事可具體觀察

到的角色外行為應歸屬為任務績效的機會成本（Bergeron, 2007；童惠玲、郭

美吟、李德治，2012），可排除自評而以主管或同事的其他來源評估為佳。為

提升對組織公民行為概念量測的準確程度，本研究建議未來組織公民行為資

料的收集，宜由其他來源來進行，較具完整性。 

四、結論 

僕人領導是一種以美德為根基的領導方法，它首先關注的是為追隨者和

其他第三方需求服務，因此包含促進共同利益的真正潛力（即為了自我和更

廣泛的人類在社區中的繁榮）。儘管實務證明對許多有價值的結果呈正向（參

見Eva et al., 2019），但研究尚未解決僕人領導如何在領導部屬交換關係與心理

安全雙元中介機制下同時採取行動以激化組織公民行為。研究結果得出結

論，僕人領導可以傳遞出員工組織公民行為，即超越職位描述規定職責的行

為和集體工作制度的形成，首先是透過增強主管部屬關係品質的良性交換行

為，同時也透過在組織中讓員工相信，即使承載著人際關係的風險也是安全

的心理安全，來激活員工組織公民行為，僕人領導改善了員工個人的工作環

境品質，最終提高了組織公民行為。在此過程中，僕人領導成為了鼓勵員工

實現共同利益良性行為的催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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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Servant Leadership in Public Service Intensify 
Organizational Citizen Behavior? The Dual Mediating Mechanism 

of Leader-member Exchange and Psychological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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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how servant leadership drives greater employee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through the dual mediation mechanism of 
leader-member exchange and psychological safety. Drawing on a sample of 256 
full-time and contracted public service employees working in local governments in 
middle Taiwan, a two-stage data collection method was used. Results show that: (1) 
Servant leadership has positive effect on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2) 
LMX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vant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3) Psychological safety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vant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Keywords: servant Leadership, leader-member exchange, psychological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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